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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产业转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微观层面来说，地方政府行为主要是对企业的投资成本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

配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2000—2010 年间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498 家上市公司的企

业层面数据，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的 Probit 模型，分地区和分行业就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的

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存在地区和行业异质性。( 1) 从

转出地来看，广东和江苏企业重点关注的则是地方信息化水平，浙江企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较

敏感，而上海企业对投资地的税负较为敏感; ( 2) 从承接地来看，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在东北和西部地区尚未发挥成效; ( 3) 从行业层面来看，地区通信水平对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影响最大，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小。地方交通设施和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对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地方政府应以市场运作为基础，既要重视改善硬环境又

要加强营造软环境，进而实现产业有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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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产业转移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自

2014 年 2 月习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产业转移更是倍受社会关注。2015 年 3 月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众所周知，对于处于制度和经

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促进产业转移与

结构升级，各级政府纷纷出台转移政策和制定相关措施。例如，广东省早在 2005 年就出台了《关

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 ( 试行) 》; 2010 年安徽省也出

台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江西、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均通过积极开展产

业链招商引资、设置产业园区、财税支持等措施承接产业转移。从实践来看，我国各级政府参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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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业转移已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地方政府行为影

响产业转移的动机和微观作用机制是什么? 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在不同地区，各个地方政府之间

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为决策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转移政策提供

参考，而且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内陆地区更深度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转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较早形成的理论有赤松要的雁行发展模

式、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以及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分析框架逐渐被用于分析

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问题。此后，Either［1］、Hanson［2］、陈建军［3］、范剑勇［4］、桑瑞聪和刘志彪

等［5］、张良贵和孙久文［6］、魏巍等［7］从上下游企业间的垂直联系、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经济一体化、集
聚外部性、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环境、国家发展水平等多方面来研究市场机制对产业

转移的影响。近年来，为了促进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的区域促进政策和推

动措施。Owens et al．［8］、Martin et al．［9］也已关注到了产业转移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
Dunning［10］、Baldwin et al．［11］的研究发现，区域制度、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促进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政府

的投资促进政策越强，越有利于产业转移。Holl［12］证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的

选择，企业更愿意定位于接近高速公路的区域。Devereux et al．［13］的研究表明，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以

通过提高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吸引企业。众所周知，在中国独特的现实国情和转型经济背景下，地方

政府对资本、土地等重要资源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一直贯穿在企业空间

扩张和区位选择活动中。李娅、伏润民［14］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发现，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影响

我国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但是这些研究仅限于定性描述或从理论方面证明，尚未从实证方面定量

揭示这一内在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发生

产业转移的 498 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够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

转移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 首先，从地方政府行为这一外生政策性因素来研究产业转移问题，为

理解我国产业转移的驱动力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同时也为政策决策部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加快产业转移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思路。其次，在数据使用上，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498 家上市

公司 2000—2010 年在国内 30 个省份①的投资数据为基础，从本土企业微观层面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最后，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细分了地区和行业层面，探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不同转出地企业、承接

地企业和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就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第

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说明;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Dunning［10］指出产业转移从微观层面可以看作是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企业在某地投资

设厂展开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会选择在投资成本低、投资回报高的地区。对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

中国来说，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产业转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国推行财政分权制度以来，为了

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行政效率方面不遗余力，这些行为势

必会改变企业的投资环境，由此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投资决策，从而引发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

配置。
( 一) 地方政府税收与产业转移

Davies et al．［15］指出税收竞争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进入市场的方式影响资本流动。张军和周黎

安［16］、陶然等［17］的研究均表明中国在过去 30 年的渐进性改革中，存在一个特有的现象，即地方政府

在转轨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援助之手”，为增长而相互竞争。由于产业转移势必会影响转出地和

转入地 GDP 增长和财政收入规模，因此地方政府在追求 GDP、提高财政收入和就业水平，以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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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的激励作用下，会通过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大规模招商引资来发展本地经济，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企业投资的方向和地区选择。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地方政府对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

的价格实施管制，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取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各级

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目的，竞相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建立了大批工业园区和开发区。2004 年

以前，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还普遍实行零地价和各种投资准入等行政优惠政策安排［18］。Carls-
en et al．［19］的实证结果表明，低税率的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选择有重要影响。Okubo［20］进一步发现，

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生产率企业的吸引力度更强。可见，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各种政策优惠

条件，保障了企业稳定低廉的生产投入，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提高了企业向

本地区转移的积极性。由此，得到:

推论 1: 地区的税收优惠程度越大，企业向该地区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 二) 地方政府基础设施与产业转移

Krugman［21］认为，地区间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差异与地区间区位差异密切相关，进而影响了产

业转移的趋势和方向。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聚

集经济。Devereux et al．［13］指出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地区，运输成本较低，推动经济活动集聚的

向心力大于离心力，经济活动在本地区得到强化。另一方面，Leff［22］认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

减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当前最合适的技术进行生产。Bjorvatn［23］较

早利用二元技术模型研究了基础设施质量差异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设施的改进会弱化

区位劣势，会促进产业转移到那些具有较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地区中。Martin ＆ Ｒoger［24］从广义上定

义了基础设施的概念，包含了政府所提供的交通、通讯等，这些基础设施便于生产与消费的有机结

合，企业更愿意定位于接近高速公路的区域。由此，得到:

推论 2: 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企业向该地区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 三) 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与产业转移

在吸引企业投资上，税收优惠这一行为很容易被其他地区复制，可能会减弱作用效果。然而，地

区市场运行的规范程度和政府行政效率却难以模仿［25］。大量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企业更倾

向于到制度环境好的国家投资，因为那里产权制度健全，政府服务和立法透明、腐败程度低，从而能

够为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26］。郑江淮等［27］的研究发现，中国各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在本地开设

经济开发区或经济特区，来保证知识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机制的有效实施。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

为企业提供了“政策租”，开发区内的企业可以获得超额的政策收益，从而增强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才国伟等［28］也进一步指出，在投资中企业不仅看中当地的优惠政策，而且更看重当地的投资软环

境，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效率。由此，得到:

推论 3: 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越高，企业向该地区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三、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说明

在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经验研究中，OLS、Logit、Tobit、泊松模型都是文献中较为常见的估计方

法。鉴于所使用数据的特征，本文将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的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命题，并参考 Bjorvatn［23］的做法，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P( INVD jikt = 1) = Φ( α0 + α1GOVEＲMENTkt + βXjikt + ξ j + ξk + ξt + υijkt ) ( 1)

控制变量 Xijkt的集合为:

Xijkt = β1 lnwkt + β2 lnrkt + β3 lnMPkt + β4EXPOＲTkt + β5SIZE ijkt + β6ＲOAijkt + β7LEVijkt

其中，GOVEＲMENTkt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反映地方政府行为的解释变量，INVDijkt 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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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企业是否在该地区投资的虚拟变量，即企业在某年对该地区的投资额大于零，INVD = 1，否则

INVD = 0。与已有利用市场集中度、熵指数等指标测度产业转移的方法不同，本文认为企业是产业转

移的主体，企业的资金流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转移的规模。由于我们仅研究国内地方政府

的作用，因此本文剔除了企业的对外投资额数据，将产业转移界定为仅是企业在省内其他地市以及

在国内其他省份的投资，主要包括设厂、兼并收购、购买股权等方式发生的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期货、
证券投资除外。Xijkt 为控制变量集合，i、j、k、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和年份。ξ j、ξk、ξt 分别表示与行

业、地区、年份相关的未观测因素，υijkt 表示随机扰动项。
2． 变量定义

( 1) 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变量( GOVEＲMENT) 它是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了全面说明地方政府对

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主要选取了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

地区基础设施存量( INFＲAST ) 基础设施涵盖内容比较广泛，区域交通运输、信息基础设施都

对企业投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分别选取公路网密度( INFＲAST ) 和邮电业务

量( INFＲASC ) 作为其代理指标。地区基础设施存量高的地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较大。
地区企业承担的税负水平( TAX) 税收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实施税收和补贴等优惠政策的

地区，缴税成本越低，企业在本地区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地区国有企业水平( GY) 地区国有企业占比越高代表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干预较多，国有

企业比重越高则企业选在本地区投资的可能性越小。
地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水平( XZZB) 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工作效率高低，其值

越高说明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越低，对转移企业的吸引力越小。
此外，为了说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我们将各省其周边地方政府的税负平均值( TAXcom ) 作为该

地区所面临的横向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
( 2 ) 市场 特 征 变 量 选 取 了 地 区 的 劳 动 力 成 本 ( lnw) 、土 地 成 本 ( lnr) 、贸 易 开 放 程 度

( EXPOＲT) 和市场需求规模( lnMP) 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 用。对 于 MP，本 文 采 用 Harris［29］ 的 度 量 方 法，其 计 算 公 式 为: MPr = ∑
Ｒ

s≠r
GDPsd

－1
rs +

GDPrd
－1
rr ，其中，GDPs 是 s 省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drs 是 r 和 s 两省之间的距离。GDPr 是 r 省的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drr 是 r 省的内部距离。其中，drs 使用各省会之间的欧式直线距离来表示，数据通过

使用北京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05 年开发的《中国电子地图》测量整理得到两两地区之间共

30 × ( 30 － 1 ) /2 = 435 个距离数据，各省的内部距离为其半径的三分之二，计算公式为 drr = 2 /3

arear /槡 π，arear 代表第 r地区的陆地面积。该方法考虑了两地区的地理距离因素，从而客观地反映

本地的市场需求规模。
( 3) 企业自身特征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定义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Baldwin ＆ Okubo［11］认

为企业规模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在国际间的转移，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得到一致的

结论。Holl［12］认为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企业迁移的可能性下降，而 Wagner［30］则认为大企业更容易

转移; 企业的利润率水平( ＲOA) ，定义为总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资本结构即资产负债率( LEV) ，定

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我们有理由认为利润水平高、负债率低的企业更有实力在各地区进行

投资。此外，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企业乘以三十个投资承接地的虚拟变量( COMPANY × ＲEGION
DUMMY) 和年份虚拟变量( YEAＲ DUMMY) 来控制不能被观测到的企业、地区和年份效应。面板数

据的随机效应是来自于上市公司和三十个投资承接地的匹配。表 1 给出了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和

测度。表 2 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数据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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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测度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INVD
产业转移的虚拟变量，即企业在某年对该地区的投资额大于零，INVD = 1，否则 INVD = 0。企业每年在国内
30 个地区的投资额，主要包括设厂、兼并收购、购买股权等方式发生的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期货、证券投资
除外

地方政府行为特征
自变量:

INFＲAST 使用地区公路密度( km /km2 ) 来衡量。公路密度 = 公路里程 /地区总面积
INFＲASC 使用地区邮电业务量( 亿元) 的对数来衡量

TAX 使用地区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地区工业总产值来衡量

GY 地区国有企业占比

XZZB 地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比
TAXcom 使用与其接壤的相邻省份的税率(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地区工业总产值) 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

市场特征自变量:

lnw 选取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形式来衡量地区劳动力要素成本

lnr 选取各地区商品房价格的对数形式来衡量地区土地要素成本

EXPOＲT 地区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

lnMP
MPr = ∑

Ｒ

s≠r
GDPs d －1

rs + GDPr d －1
rr ，其中 GDPs 是 s 省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drs 是 r 和 s 两省之间的距离。GDPr

是 r 省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drr 是 r 省的内部距离。本文使用市场潜能指数的对数形式

企业特征自变量: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ＲOA 净利润 /总资产

LEV 总负债 /总资产

COMPANY ×
ＲEGION DUMMIES 企业乘以三十个承接地区的虚拟变量

表 2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VD 24 780 0． 06 0． 24 0． 00 1． 00
INFＲAST 24 780 0． 64 0． 43 0． 02 1． 90
INFＲASC 24 780 5． 95 1． 06 2． 16 8． 42
TAX 24 780 0． 02 0． 02 0． 01 0． 16
GY 24 780 0． 45 0． 20 0． 09 0． 89
XZZB 24 780 0． 12 0． 04 0． 04 0． 26
TAXcom 24 780 0． 02 0． 01 0． 01 0． 07
lnw 24 780 9． 98 0． 49 8． 84 11． 18
lnr 24 780 7． 96 0． 55 6． 86 9． 79

EXPOＲT 24 780 5． 77 0． 65 3． 65 7． 14
lnMP 24 780 0． 17 0． 20 0． 01 0． 91
SIZE 24 780 21． 50 1． 06 17． 92 26． 16
ＲOA 24 780 0． 05 0． 06 － 0． 52 0． 39
LEV 24 780 0． 44 0． 19 0． 01 2． 26

注: 统计性描述结果使用 STATA13． 0 完成。

( 二) 数据来源说明

在此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角洲地区已成为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例如，深圳、东

莞、佛山等市与东西两翼已合作建设了 20 多个产业转

移工业园。此外，2007 年上半年江苏省在加快南北产业

转移的政策指导下，苏北共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 500 万

以上项目 1211 个，项目总投资 649． 52 亿元。因此，本

文选取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四个代表性省份来重点考

察地方政府对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的影响。从微观

层面来看，产业转移可以看作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跨地区

形成新的生产规模，可以较为精确地反映产业转移的动

态变化状况［5］。而国内现有数据库尚未统计企业在国

内地区间的具体投资数额，因此作者对上海、浙江、江

苏、广东四个省份 498 家上市公司 2000—2010 年间的

年报进行手工收集，并将其在 2000—2010 年间每年在中国各个省市的投资额进行整理汇总，从而得

到产业转移数据。其中，上海企业共有 78 家，浙江有 130 家，江苏有 115 家，广东有 175 家。这些

上市公司包含了 A 股市场的大型企业以及创业板市场的中小企业等多种企业类型。在对数据进

行汇总后，我们发现四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从 2000 年的 18. 15 亿元上升至 2010 年的 935． 89 亿

元，产业转移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样本数据遍布食品加工、机械设备

制造业、黑色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等 29 个二位数细分行业，除烟草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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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延加工业外，其它 27 个行业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因此，样本数量以及企业范围具有极强

的代表性。
此外，本文所涉及的因变量包含了 2000—2010 年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涉及地

区要素价格、基础设施水平、财政税收水平、出口贸易量、本地市场需求、产业集聚等指标，这些样本

的数据来自于同时期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60 年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地

方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数据库; 微观层面包含了企业的规模、投资决策、财务结构、行业分布等方面

的丰富信息，主要来自于 Wind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 3 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总体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NVD INVD INVD INVD

INFＲAST 0． 529＊＊＊ 0． 430＊＊＊ 0． 218＊＊ 0． 215＊＊
( 0． 074) ( 0． 075) ( 0． 106) ( 0． 107)

INFＲASC 0． 627＊＊＊ 0． 504＊＊＊ 0． 442＊＊＊ 0． 451＊＊＊
( 0． 045) ( 0． 053) ( 0． 058) ( 0． 058)

TAX －3． 612* － 2． 499 － 2． 466
( 2． 063) ( 2． 134) ( 2． 152)

GY －0． 772＊＊＊ － 0． 526＊＊ － 0． 532＊＊
( 0． 212) ( 0． 228) ( 0． 231)

XZZB － 3． 669＊＊＊ － 2． 947＊＊＊ － 2． 983＊＊
( 1． 026) ( 1． 156) ( 1． 166)

TAXcom 9． 695＊＊＊ 9． 765＊＊＊
( 3． 775) ( 3． 815)

lnw － 0． 317 － 0． 308
( 0． 218) ( 0． 221)

lnr 0． 216* 0． 213*

( 0． 124) ) ( 0． 126)
EXPOＲT 0． 311 0． 311

( 0． 217) ( 0． 219)
lnMP 0． 425＊＊＊ 0． 434＊＊＊

( 0． 125) ( 0． 126)
SIZE 0． 130＊＊＊

( 0． 026)
ＲOA 0． 321

( 0． 386)
LEV － 0． 011

( 0． 143)

COMPANY ×
ＲEGION DUMMIES Yes Yes Yes Yes

YEAＲ DUMMY Yes Yes Yes Yes
N 24 780 24 780 24 780 24 780

注: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内为标准差。

( 一) 总体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中模型( 1) 至( 4 ) 为基于总体样

本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

回归结果。模型( 1) 中用地区公路密度和

地区邮电业务量所表示的基础设施水平

的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当

我们加入市场特征和企业特征变量之后，

模型( 2) 至 4 ) 的系数符号均未发生变化

并且仍然显著，充分印证了我们前文的理

论命题，表明越是交通运输基础供给水平

好的地区对投资的吸引力越大。优良的

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商品在区域之间

的流动成本，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吸引

资本在本地区的集聚。同时，先进的通信

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信息的搜集和交换成

本，从而使得投资者可以方便快捷地掌握

地区投资环境的最新变化，对投资收益的

高低迅速进行比较，从而降低投资的不确

定性。因此，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

交通运输和信息搜集等方面的成本越低，

企业的投资收益越高，进行投资的意愿越

强。模型( 2 ) 表明地区税负、国有企业占

比和地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比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但当加入市场特征和企业

特征变量之后，模型( 3) 和( 4) 中税收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而税负竞争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邻

地区的税收越高，本地对投资的吸引力越强。而地区国有企业占比和地方行政效率两个指标系数仍

然显著。这说明，近年来在各地区大规模进行招商引资背景下，地区税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在弱化，

企业更多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制度设计等软环境。在信息不对称下，地方政府较高的行

政效率和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起到信号传递作用，增加投资者信心。
因此，地方政府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当地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

此外，在各控制变量中，只有地区市场需求规模和企业规模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企业投资意

愿正相关，该结果与陈建军［3］的结论相一致。此外，越是大企业越倾向于对外投资，出现这一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规模大的企业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更强，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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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分地区层面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广东 上海 浙江 江苏

INVD INVD INVD INVD
INFＲAST 0． 166 － 0． 020 0． 525＊＊ 0． 109

( 0． 177) ( 0． 236) ( 0． 207) ( 0． 291)
INFＲASC 0． 576＊＊＊ 0． 350＊＊＊ 0． 321＊＊＊ 0． 545＊＊＊

( 0． 098) ( 0． 129) ( 0． 113) ( 0． 154)
TAX －1． 113 － 15． 877＊＊ － 1． 964 2． 562

( 3． 357) ( 7． 110) ( 4． 235) ( 4． 589)
GY －0． 315 － 1． 142＊＊ － 0． 545 0． 274

( 0． 371) ( 0． 513) ( 0． 460) ( 0． 637)
XZZB － 1． 455 2． 722 － 8． 565＊＊＊ － 4． 040

( 1． 830) ( 2． 675) ( 2． 391) ( 3． 136)
TAXcom 20． 689＊＊＊ － 1． 173 2． 274 11． 300

( 5． 916) ( 8． 648) ( 8． 226) ( 9． 883)
lnw － 0． 951＊＊＊ － 0． 217 － 0． 622 1． 185＊＊

( 0． 371 ( 0． 459) ( 0． 453) ( 0． 595)
lnr 0． 609＊＊ － 0． 069 0． 052 － 0． 170

( 0． 2000) ( 0． 290) ( 0． 246) ( 0． 355)
EXPOＲT 0． 234 0． 007 0． 862＊＊ 0． 164

( 0． 356) ( 0． 502) ( 0． 438) ( 0． 547)
lnMP 0． 503＊＊ 0． 544* 0． 255 0． 610*

( 0． 213) ( 0． 295) ( 0． 237) ( 0． 318)
SIZE 0． 169＊＊＊ 0． 099＊＊ 0． 147＊＊ 0． 010

( 0． 042) ( 0． 048) ( 0． 069) ( 0． 096)
ＲOA －0． 156 1． 232 0． 244 － 1． 057

( 0． 673) ( 0． 764) ( 0． 357) ( 1． 235)
LEV － 0． 206 0． 013 0． 244 0． 146

( 0． 249) ( 0． 246) ( 0． 357) ( 0． 432)

COMPANY ×
ＲEGION DUMMIES Yes Yes Yes Yes

YEAＲ DUMMY Yes Yes Yes Yes
N 8 370 5 880 6 300 4 230

注: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内为标准差。

首先，根据发生转移的企业所在地，

对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个转出地企业

分地区层面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非常有趣的是，与前文整体回归结果不

同，地方政府解释变量在各转出地企业间

出现了极强的异质性。首先，地区通信水

平对吸引企业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

动作用。对于广东的企业来说影响最大。
而在其控制变量中，地方的劳动力成本与

企业投资在 5%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这说明地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

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广东省的转移更多

是一种成本驱动型的产业转移模式。而

土地成本的系数却显著为正，我们认为这

可能是因为广东省企业在转移过程中还

在追求较高的地租收益。并且广东企业

在转移时对周边地区的税负也较为敏感。
其次，对上海企业来说，地区通讯水平、税
负水平、国有企业占比这些政府行为变量

的系数都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此

外，地区市场需求规模以及企业规模也显

著为正，而劳动力、土地成本等系数不再

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很多上市公司

是大型国有企业，一旦税负过重必将影响

这些企业的税收筹划，而当地过高的国有

企业比重将意味着其在当地面临着激烈

的市场竞争，上海的转移表现为一种市场驱动型的产业转移模式。再次，对浙江企业来说，地区基础

设施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系数均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浙江大多采取集群式转移

模式，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需要高效的地方政府为其提供服务和支持。此

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也显著为正，这也与浙江大多企业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现实相符合。最后，与长

三角地区的其他省份相比，江苏企业在投资中最注重地方的信息化水平。工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这

是因为江苏具有最大的劳工市场，他们更注重承接地区的高工资收入。
其次，我们根据 Fleisher et al．［31］以及已有研究划分了四大承接区域: 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②进行回归，如表 5 所示。表 5 第二列显示，地方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

占比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在各控制变量中，地区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企业规模也均显

著。这说明，东部沿海地区政府主要依靠发达和便利的交通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国有企业的改制

来吸引企业投资。同时，由于沿海巨大的“虹吸效应”带来了大量中西部内陆地区劳动力的转移，使

得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得以体现，也成为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然而，

东北和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形成了极大反差，衡量地方政府行为的各变量均不显著，同时西部地区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没有对吸引企业投资发挥作用。这说明我国自 2000 年以来所实施的西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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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四大承接区域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沿海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NVD INVD INVD INVD
INFＲAST 0． 917＊＊＊ － 1． 701 － 0． 085 6． 693

( 0． 199) ( 4． 809) ( 0． 169) ( 6． 400)
INFＲASC 0． 501＊＊＊ － 1． 074 0． 353＊＊ － 0． 385

( 0． 107) ( 1． 705) ( 0． 172) ( 0． 854)
TAX －6． 978 － 49． 684 － 3． 489 36． 929

( 7． 121) ( 52． 191) ( 2． 964) ( 32． 954)
GY －2． 022＊＊＊ － 0． 868 － 1． 158＊＊ － 0． 366*

( 0． 485) ( 7． 409) ( 0． 549) ( 3． 788)
XZZB － 3． 270 4． 039 － 6． 170＊＊＊ 11． 166

( 2． 425) ( 12． 053) ( 2． 192) ( 14． 709)
TAXcom － 1． 158 － 59． 076 － 4． 817 － 64． 419

( 17． 711) ( 123． 120) ( 7． 402) ( 79． 061)
lnw － 1． 086＊＊＊ － 9． 077 1． 135 1． 639

( 0． 375) ( 9． 984) ( 0． 713) ( 4． 836)
lnr 0． 988＊＊＊ 4． 575 0． 908＊＊ － 0． 605

( 0． 228) ( 4． 557) ( 0． 382) ( 2． 172)
EXPOＲT － 0． 232 4． 417 － 0． 470 5． 867

( 0． 293) ( 9． 471) ( 2． 595) ( 4． 560)
lnMP 0． 216 2． 903 0． 681＊＊ － 0． 670

( 0． 193) ( 4． 825) ( 2． 595) ( 1． 634)
SIZE 0． 128＊＊＊ 0． 254＊＊ 0． 106＊＊ 0． 222*

( 0． 037 ( 0． 119) ( 0． 042) ( 0． 121)
ＲOA 0． 064 1． 637 0． 839 － 1． 694

( 0． 526) ( 1． 905) ( 0． 627) ( 1． 912)
LEV － 0． 197 0． 459 0． 190 － 0． 381

( 0． 200) ( 0． 609) ( 0． 224) ( 0． 756)

COMPANY ×
ＲEGION DUMMIES Yes Yes Yes Yes

YEAＲ DUMMIES Yes Yes Yes Yes
N 8 260 2 478 10 738 3 120

注: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内为标准差。

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并未真

正起到促进产业内迁的成效。而对中部

地区来说，地方通信水平、国有企业占比

以及政府行政支出费用占比的系数均在

1%和 5%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当前中

部地区政府主要依靠提高政府管理效

率，完善地方市场化程度来吸引企业内

迁。同时，广大的内需市场也是企业选

择在该地投资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例

如，安徽、河南等中部省份近年来相继出

台了若干扶持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的政

策，建成了如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等

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园区，举办了

以产业集聚区和优势产业推介为重点的

招商引资洽谈会等。伴随着政府配套基

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服务的不断完善，

中部地区在市场、区位、交通、要素成本

等方面的优势也在日益凸显，正在成为

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可见，政

府“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已初显成效。
( 三) 分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将发生转移的企业所属的行业又进一步

汇总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

集型和服务类企业。其中，将 食 品、饮

料、纺织、服装、皮毛、木材、家具、造纸、
印刷业定义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石油、化学、橡胶、塑料、金属、非金属业定义为资本密集型行业; 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通信、电子、其他制造业定义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电力、煤气、交通运输、仓储业、
邮电通信业定义为服务业。表 6 列出了分行业的回归结果。

研究表明: 第一，地区通信水平在各产业间均显著为正。其中，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大，

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小。第二，地方交通设施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但是对服务业的影响却为负。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本地的交通公共服务很强，那些从事这

方面业务的外地企业就会避免和本地的公共服务提供商进行竞争。第三，税负在分行业回归中均不

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税收竞争在地方政府吸引投资中的作用逐渐弱化。但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

说，税负竞争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对于税负的敏

感度较高。第四，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比的系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均在 5% 的

显著水平上为负，而在服务业中则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地方财政中过高的行政管理费用是政府

支出无效率的表现，所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企业都会尽量避开这种地区，但却是服务型企业的

潜在大客户，比如更多的政府购买。此外，在各控制变量中，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开放程度系

数显著为正，这是因为我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导向型产业，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是这些

企业选择在该地区投资设厂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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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分行业层面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服务业

INVD INVD INVD INVD
INFＲAST 0． 098 0． 290* 0． 359＊＊ － 1． 066＊＊

( 0． 252) ( 0． 169) ( 0． 179) ( 0． 557)
INFＲASC 0． 303＊＊ 0． 376＊＊＊ 0． 610＊＊＊ 0． 509*

( 0． 125) ( 0． 092) ( 0． 102) ( 0． 285)
TAX －1． 864 － 3． 085 － 3． 727 8． 804

( 4． 420) ( 3． 394) ( 3． 812) ( 8． 797)
GY －0． 634 － 0． 881 － 0． 100 － 0． 456

( 0． 504) ( 0． 369) ＊＊ ( 0． 396) ( 1． 121)
XZZB － 1． 999 － 3． 925＊＊ － 4． 073＊＊ 9． 543*

( 2． 709) ( 1． 832) ( 1． 987) ( 5． 254)
TAXcom － 3． 266 15． 727＊＊＊ 8． 513 20． 003

( 8． 889) ( 5． 943) ( 6． 492) ( 18． 446)
lnw － 0． 432 － 0． 371 － 0． 392 1． 155

( 0． 484) ( 0． 359) ( 0． 375) ( 0． 955)
lnr － 0． 292 0． 290 0． 321 0． 495

( 0． 294) ( 0． 197) ( 0． 213) ( 0． 586)
EXPOＲT 1． 157＊＊ 0． 370 － 0． 215 1． 007

( 0． 516) ( 0． 353) ( 0． 360) ( 0． 984)
lnMP 0． 424 0． 251 0． 532＊＊ 1． 215＊＊

( 0． 272) ( 0． 205) ( 0． 216) ( 0． 582)
SIZE 0． 152＊＊ 0． 230＊＊＊ 0． 082* 0． 049

( 0． 071) ( 0． 046) ( 0． 043) ( 0． 110)
ＲOA 0． 785 0． 661 0． 095 － 1． 207

( 1． 051) ( 0． 655) ( 0． 604) ( 2． 894)
LEV － 0． 234 － 0． 088 0． 070 0． 251

( 0． 362) ( 0． 229) ( 0． 251) ( 0． 938)

COMPANY ×
ＲEGION DUMMIES Yes Yes Yes Yes

YEAＲ DUMMY Yes Yes Yes Yes
N 4 410 8 760 9 600 2 010

注: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系数的下方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中

国 2000—2010 年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

区 498 家发生转移的微观企业样本数

据，利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的 Probit 模

型，分地区和分行业就地方政府行为对

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来说，完善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效的政府效率对产业

转移起到较强的向心力作用，而税收在

吸引投资中的作用在减弱。第二，地方

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存在地区和

行业异质性。从转出地来看，江苏和广

东企业重点关注的则是地方信息化水

平，浙江企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较

敏感，而上海企业对投资地的税负较为

敏感。从承接地来看，东部沿海和中部

地区政府在吸引企业投资设厂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而在东北和西部地区尚未发

挥成效。从行业层面来看，地区通信水

平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大，而对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小。地方交通

设施和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对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地区间的贸易成本，提高省际间的贸易效率。完善的基础设

施，可以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缩小地区间的时空距离，在此情形下，东部地区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

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部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将重点放在产品研发和营销

网络建设上，发展总部经济，创造更多的附加值。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中西部地区与国内其他

省份以及国外市场的联系将得到加强，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的进入，同时取得更高的贸易流

量因而更容易也会更快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是优化地区投资软环境，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地方政府应积极打造信息、物流、税收、融资

等服务平台，降低企业投资的交易成本。此外，良好的合同执行机制也可以减少合同执行过程中的

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因此要改善包括合约实施效率在内的制度环境，

降低企业转移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增强转移意愿和效率。健全高效灵活的招商引资运行机制，根据

产业转移的类型和特点，引导资金在地区间合理流动，实现从“盲目引资”向“合理用资”转变，提高

产业转移效率，形成区域竞争力。
第三，建立地方政府间联系渠道与沟通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力

图做到各地区间政策协调与有效合作，而不是靠税收竞争来吸引企业投资。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

规，信息公开透明、程序简便、操作规范等多种手段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而使产业实现有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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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irm Micro-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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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on industrial transfer is important for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At the micro level，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mainly influences the space reconfiguration of industry

through firm investment cos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rm level data of 498 public listed companies( PLCs) in Yan-

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uring 2000—2010，using random effects probit model of panel data，this pa-

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on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region lever and industry level separately．

We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on industry transfer is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heterogeneous． (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er out area，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 focus on local information level，enterpri-

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re more sensitive to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whil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tax burden of investment． (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er in area，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east

coast and central reg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whil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west region have not been ef-

fective in attracting enterprises' investment． (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level，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level on

industry transfer is greatest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but minimal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The effect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government's management efficiency on industry transfer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for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

nology-intensive industr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should be based on market operation，with im-

provement in both hard and soft environment，to realize orderly industrial transfer．

Key words: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industrial transfer; firm investment; firm micro-data; pr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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